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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历史记忆的类型及其解读 

陈世松 

【摘 要】经过明清易代变迁之后，四川各姓氏家族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立场和感情带进族谱编纂之中，

并用以来表达其与当下的关系。由于有太多的因素在影响着人类的记忆，这就使得人们通过族谱来记述过去历史时，

难免不掺杂一定的想象、附加成份，这就为今天解读历史记忆留下了相当的空间。至今仍在川、渝地区普遍流传的

创伤性记忆、苦难性记忆、想象性记忆，蕴藏着诸多历史信息，值得治巴蜀史的学者深入探讨。 

【关键词】巴蜀地区   历史记忆   记忆类型  记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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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蜀历史上，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而造成的史料毁灭和文化断裂，使整个社会陷于“结构性失忆”之中，这样的重大历

史事件发生过多次。每当动乱平定之后，人们出于对生命本源的思考，自然便会唤起对于“过去”的“了解”和记忆的建构，

于是通过传说、旧闻、故事的整理来“了解过去”，重建历史记忆就成为巴蜀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明末战乱后，当四川社会再

次经历一场巨大浩劫，使得传承文化的机制出现断裂之时，重建地方历史记忆的场面再次上演。只不过这一次构建历史记忆的

主要载体是民间族谱。鉴于原有族谱在明末战乱中大多丧失，及至清代社会安定后，各姓氏家族才将重修族谱提上日程。由于

家族成员在叙述祖先历史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立场和感情带进族谱编纂之中，并用以来表达其与当下的关系，因此

通过族谱所建构起来的记忆，对于过去描述的准确性自然就有待考察。加之有太多的因素在影响着人类的记忆，这就使得人们

通过族谱来记述过去历史时，难免不掺杂一定的想象、附加成份。于是，这就为今天研究历史记忆留下了相当的空间，解读族

谱所建构起来的历史记忆也因此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借用记忆的理论，拟将至今仍在川渝民间流传的历史记忆归纳为三种类型：

创伤性记忆、苦难性记忆、想象性记忆，旨在通过对这些记忆产生背景、意义的剖析解读，用以探讨它在巴蜀文化传承史上的

价值。 

一、创伤性记忆 

创伤性记忆（精神创伤或心理创伤）是指那些由于生活中具有较为严重的伤害事件所引起的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

状态。集体创伤记忆不仅存在于受害者群体中，也见之于加害者群体。受害者的创伤和加害者的创伤，不仅浮现于个体记忆中，

也是各自社会环境的集体特征和标志。
1
 

在清末明初四川历史中，没有比“张献忠剿四川”更让人关注的事件了。郭沫若先生早在《我的童年》中即描写道：“四川

                                                        
1 作者简介陈世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71。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张伟明：《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人类学在研究族群认同的过程中，创建了记忆的理论。记忆理论可以分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

记忆三种。所谓“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所谓“集体记忆”，是指在前者中有一

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所谓“历史记忆”，是指在

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

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参见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

200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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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

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

大的地面，因而空出来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过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

展。”近年来，随着“江口沉银”水下考古重大成果的公布，“张献忠剿四川”的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 

关于记述张献忠屠蜀事件的文献，以《蜀碧》最为著名。鲁迅先生评该书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

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张献忠屠蜀事件既让外省人关注，更让四川人纠结。任乃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张献忠史

料的鉴别》的文章，对张献忠的史料做过详细的总结，其所列的文献，如新都费密的《荒书》，康熙八年撰成，因记永历帝事，

惧以书贾祸，故当清修明史求书时，不肯献，并嘱子孙秘藏之，直至康熙六十年始由席帽山人史照作序，后世刊行。又如四川

广安生员欧阳直的《欧阳遗书》（亦叫《蜀乱》），记叙了他身经目击四川三十五年（1627〜1661）战乱的真事。他自言二十余年，

转仕于-大西、明、清诸将间，历数十官，倾家十余次，流转数千里，七次娶妻。由于他的历史较为复杂，所以他的子孙不敢暴

露。至道光二年（1822），他的第五世孙欧阳鼎才在成都将其公开梓行。这些民间文献的作者均为四川人，因为“张献忠剿四川”

事关重大，其所撰著作虽然并无刊印的动机，只是作为见闻保存下来。后来随着时代变化，这才逐渐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公诸于

世。此外，在川、渝地区的族谱中，也颇多有关“张献忠屠蜀事件”的文字记述。由此可见，“张献忠剿四川”是巴蜀历史记忆

中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它不失为牵动川人神经的最具“创伤性”特点的“集体记忆”。 

至于这些文献所记录的“张献忠屠蜀”是否真实客观的问题，在“江口沉银”水下考古重大成果公诸于世的今天，再就其

所谓的“历史真相”继续纠缠下去已无多少意义。如果另从“历史记忆”视角做一些解读分析，或许能发掘出更多的新意。人

们有理由设问：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斗争中，在各派政治、军事势力竞相争斗的巴蜀战场之上，各方的杀戮行为不绝于书。

为何事后人们只抓住张献忠一人大加挞伐，而放过其他各方不加责问？换言之，为何张献忠会成为各方一致讨伐的对象？ 

美国原创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论革命》一书中，在介绍卢梭建构《民众共同体》的理论时

曾经指出：“为了他的这个民众同一体的建构，卢梭求助于一个貌似简单有理的例子。他从日常经验中获得灵感，两种相互冲突

的利益在遭遇与他们均为敌对的第三方时就会团结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将所有的特殊意志和利益加起来，这个隐藏

起来的敌人就可以上升至共同敌人的层次，从内部实现民族统一就有了着落。这个民族内部的共同敌人就是所有公民特殊利益

的总和。”卢梭还引用德•阿冉松侯爵的一句名言：“两个特殊利益，通过与第三方的对抗而达成一致”，进一步补充说：“也许还

应加上一句，所有利益达成一致是通过与每个特殊利益的对抗而实现的。如果没有利益分歧，就很难感觉到共同利益，因为它

畅行无阻。如果所有人都我行我素，政治就不再是一门艺术了。”
2
这就告诉我们，从政治斗争的艺术上讲，“两个特殊利益，通

过与第三方的对抗而达成一致”，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它有助于我们厘清古往今来各种复杂政治军事斗争局势。结合明末清

初的历史实际，可以发现在“张献忠剿四川”历史记忆广泛流传的背后，是另有隐情可探的。如果从现实利益获得者角度来分

析，不难找到问题的关键。 

清朝初年，统治者在剿灭了张献忠在川的势力，恢复巴蜀地域的统治秩序之后，从维持统治利益的立场出发，急迫需要一

种舆论，既抹黑张献忠，同时又为自己在剿灭中的大肆杀戮行为辩护。散播“张献忠剿四川”的舆论，正好可以洗清自己也是

“加害者”的名声，同时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清朝统治者显然是现实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接受并传

播这种传说，也并非没有实际好处。置身于这一传说的场景之中，普通老百姓的“受害者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有助

于他们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互相的同情与支持，显然普通老百姓也是受益者。尤其是在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在持续动乱

的局势中，四川各地一度被各派政治势力(包括清军、南明军、张献忠农民军及其余部，还有吴三桂的叛军)所控制，斗争错综

复杂，内部矛盾重重，社会因此四分五裂。可以设想，在被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控制的四川地盘上，各地的人们未必都是始终如

一地、坚定地站在反对张献忠、支持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但当动乱既已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之际，地域社会关系面临重新

                                                        
2郭沫若：《郭沫若选集》（一）卷上《我的童年》，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 10 页。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任乃强：《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社会科学研究丛刊》1981 年第 2 期。 

〔美〕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7 年，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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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与整合。这时从维持社会关系的平衡出发，急需有一种舆论来对既往的地域社会历史背景、乡村内部关系和村际关系中出

现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正好“张献忠剿四川”的传说为之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根据。因为从整合地域社会的需要出发，官、

民双方在共同对付“第三方”中找到了“特殊利益”的结合点，这个第三方就是“张献忠剿四川”这个靶子。于是“张献忠剿

四川”的舆论得以在清代社会中畅通无阻，广泛流传，各种有关“张献忠剿四川”的野史秘闻纷纷破土而出，竞相被挖掘刊印

出来了。 

在“张献忠剿四川”历史记忆的背后，土著四川人不管其祖先在明清易代中的政治立场如何，在复杂纷繁的斗争中分属何

派政治势力，大家都可以把过去的利害冲突一笔勾销，都可以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共同有利的立足点。即大家都是“张献忠剿四

川”的受害者，都是四川地域社会的参与者，新的历史的创造者。而对于在清初移民运动中新迁人的外省移民，这一传说也为

自己迁居四川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难怪迄今人们谈起“湖广填四川”运动，无不把它与“张献忠剿四川”联系在一起，进而

得出“如果不是张献忠屠四川，就没有湖广填四川”的结论。显然在清代官府、民间士绅与普通百姓的社会网络中，无论土著

还是外省移民，大家都在追溯自己祖先的历史，解释自己祖先在明清易代中的立场与表现，以及因何故来到四川等等问题上取

得了一致，实现了“利益的总和”。这样，张献忠就从明清各派政治势力对立中被孤立出来，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四川社会内部的

“共同敌人’。 

二、苦难性记忆 

苦难性记忆是以人生的苦难经历为依据而引起的心理活动。给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乃至个人带来苦难遭遇的因

素很多，范围很广，大至战争、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小至生老病死、人生际遇；但对于一个有着移民迁徙经历的家族、家庭

和个人来说，迁徙途中所遭遇的苦难、挫折，无疑是最刻骨铭心的。在有着悠久移民迁徙历史的巴蜀地区，长期以来广泛流传

着“解手”的传说，以及四川人祖先是被“捆绑入川”的故事，就是这类苦难性记忆的典型案例。 

早在抗战时期，寓居四川的顾颉刚先生就曾经以杂记的形式，对流传于该地的“解手”一词的含义和来历做过一番考证。

他在文章中说：“俗谓溲溺为‘解手’。初不明其义，及人四川，乃知明末蜀人未遭张献忠屠戮者仅得十之一二，膏沃之地尽化

草莱。故清初政府强迫移民，先以湖广之民填四川，继以江西之民填湖广。当移民之际，悉系其手，牵之而行，若今日之拉壮

丁然。被移者内急，辄请于解差曰：‘解手！’遂相承以解手作便溺之代称，流传外方，莫诘其义。犹学童应试，就厕时必领出

恭牌，亦遂称就厕为‘出恭’也。” 

在四川各地，至今仍流传的关于清初移民被“捆绑押送入川”的民间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大小便为何叫做“解手”的来

历，还把对四川人的祖先如何在清初被官府“捆绑押送入川”的经过，描述得绘声绘色、娓娓动听。两百多年来，这样的民间

传说遍及城乡，几乎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按照常理来分析，一般一群人双手被反剪着捆绑，强行押解到很远的地

方，途中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在清初四川社会普遍荒芜、各级官府人力、财政普遍吃紧的情况下，不惜增大“移民成本”，

舍近求远地到外省去捆人入川，地方财力是承受木起的。再说，移民也不可能在迁川途中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养成一种足

以影响后代的“双臂反背在背上走路”的习惯。因此，无须具备多少历史常识，仅凭常理就可以判断，在这一传说背后，肯定

存在着附会历史的情况。 

根据笔者的研究，
3
这一传说的产生完全是附会历史的产物，即是把发生在明初的强制移民现象，附会到清初历史中来的结

果。我们知道，“解手”一词出现的时代较早，但是，等同于“解溲”、解便之义的“解手”，只是到了明代才普遍流行于市井与

军营之中，证明明代才是“解手”一词的滥觞阶段。在当今中国，“解手”一词流行之广，遍及四川、湖北、山西、山东、河南、

安徽等省，此外，在北京、邯郸、呼和浩特、齐齐哈儿、锦州、哈尔滨、郑州、西安、西宁、重庆、贵阳、徐州、崇明等地，

也都有这个用法。各地有关“解手”的传说，俯拾皆是，内容大同小异，都认为它与历史上捆绑“押解犯人或移民有关”。而且，

                                                        
3顾颉刚：《蕲弛斋小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121 页。 

陈世松：《“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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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以外的地区，几乎都认定“解手”是明初强制移民政策的产物。 

环顾国内流行“解手”传说的地区，无不在这一时期的重点人口迁入迁出区域范围之内，包括四川地区概莫能外。在明代，

无论是迁往太行山以东的洪洞移民、江西徙楚的赣民，还是由楚上川的湖广移民，都是根据皇帝敕旨由当局派员组织实施的。

移民关系到明王朝统治秩序的维护，必须实行；组织移民是各级官员的任务，必须遵旨完成；这样，各地移民也就不得不被驱

赶上路了。结合《明史•刑法志》的有关规定，凡处以流刑的人，在上路前还要根据所犯罪行的大小，先分别处以杖刑或笞刑。

加上道路的险峻、气候的恶劣、押送者的折磨，旅途之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各地传说中内容与细节的相似性，证明它们是

在同一个明代皇权专制下的产物。正如移民史专家曹树基所指出的：“至今在华东、华北、西南、西北的许多地区，都流传着关

于先祖流徙而至的动人传说。这些传说所具有的某些细节的相似性，使人相信这是当年某种制度的产物。”  

四川作为大明王朝下的一个行政区划，自然摆脱不了推行强制移民的背景，因此，同其他众多地区一样，流传同样内容的

“解手”传说，应该是毫不奇怪的。根据目前所见族谱资料，明初被政府作为移徙对象而在四川安置的楚民，在移徙动因上大

致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一是“德化”入川说；其二是“麻城好反”“流罪入川”说等。
4
这表明，在明代作为移徙对象迁入四川的

湖广人中；确实存在着强制迁徙的现象。 

而在明末清初，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空虚，这时除了湖北地区以外，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以及岭南地区的广东、福

建等省，也加入到向四川输送人口的行列。这一形势就决定了，类似明初政府那样强迫某一地区向四川地区迁民的可能性大大

降低了。换言之，四川地区在接受移民的来源上，已不像明初那样，仅仅依赖毗邻地区湖北黄州、麻城一途。再说，清朝政府

在四川地区一直推行鼓励移民的政策，强迫某部分民人来填四川是行不通的。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很难相信，数量如此众

多的移民，会是被清朝政府采取强制手段，捆绑押解入川的。最后从移民动机而论，当时迁川的移民，不管是谋生和致富，都

属于移民自愿的行为，与带有政治和军事原因的强制性移民，是根本不相同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四川地区不把“解手”的传说归源明初，而是归源于清初呢？这并不是因为四川历史上真的发生了可以

超越于当时国内形势和社会背景之外的普遍存在的强制移民现象，而仅仅是因为，四川地区在明初兴起“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活动之后，继又在清初再一次出现了规模更大的外省移民填川潮流。由于在这两次移民活动中，湖广人占大多数，因此都被称

为“湖广填四川”，而且两次移民中都有“奉旨填川”的说法，这样，在民间难免不发生混淆。“解手”一类故事，原本是前一

次移民运动的产物，却被人为地附会到后一运动身上。 

由此可见，肇源于元末、历经明清两代的大规模移民活动，长达 300 多年，对四川后代的影响特别深远，因此，移民迁徙

始终是巴蜀集体记忆中经久不变的主题。在四川，移民家族的迁徙经历不仅是一部赞美先世的英雄史诗，更是一部值得传诸后

世的生动教材。苦难记忆不仅对于每个民族，而且对于一般家族也是不可缺少的一课。当年移民们在沧桑岁月中，在罕见的迁

川途中所经历的旷世磨难，痛苦遭遇，悲欢离合，为前人与后人、古人与今人、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的对话沟通，架设了

一座心灵感应式的精神桥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手段，为自己祖先建构一段苦难传奇经历和动

人传说，炮制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关“解手”来历的四川版本出来，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里，它既可以从历史中找

到存在影子，又符合移民家族迁徙的经历；至于其中附会历史的做法，不过是将故事发生的场景略作置换而已。 

                                                        
4刘淑萍：《“解手”的起源》，长江日报主办《汉网》。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8页。 

如《黄氏族谱•先世事迹》（《隆昌县志•社会风土上》）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 民

可以化之，诏饬差遣之。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如麻城《陶氏宗谱》中保存的《五户叙》一文称：“妣（陈氏）携三幼人金刚台（河南商城县）。大明定鼎六年方归麻邑。邑只

有 秦、黄、陶、李、毛五姓，以麻城好反，众皆掉于四川矣！”（李敏：《从麻城各姓氏族谱看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载陈

世 松主编：《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纪念“湖广填四川” 340 周年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31 页。）

又如民 国资阳《陈氏宗谱》卷 1载：“明太祖初起兵时，曾在麻城受人民反对，既而太祖登位，欲将麻城的人民概行杀戮；诸

臣恳免不 从。刘伯温再三谏阻，始以流罪入川。并且入川的人，尽以绳索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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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想象性记忆 

在心理学中，“记忆”与“想象”是两个概念。前者是过去意识，后者是现在意识。当代科学实验的最新成果表明，人的大

脑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想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出于应对未来挑战，经常唤醒对自我过去的记忆，这时人脑中的“现在

意识”与“过去意识”就形成为密不可分的心灵图像。所谓“想象性回忆”，就是在这样的心灵图像网络中，为应对现实需要而

唤起的一种对自我过去回忆的心理意识活动。 

“想象性回忆”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胜枚举。这里仅结合川、渝民众心中普遍存在“麻城孝感乡”现

象作一解剖和说明。 

众所周知，孝感乡作为麻城县所辖的一个乡，在明代历史上确实是存在过的，它的地理方位在麻城县西。从康熙《麻城县

志》的记载可知，孝感乡的行政建置的撤销，始于成化八年（1471），其原因是“户口消耗”，孝感乡因此并入到了仙居乡。90

多年后，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的时候，太平、仙居二乡又划分一部分地方归并到黄安县。按理说，随着行政

建置机构的调整，“孝感乡”这个地名应该从此逐渐消失了，然而，它非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据着重要

位置。 

“麻城孝感乡”作为一个地名实体进入四川，与元末明初特殊政治背景下的移民迁川活动紧密相连。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

红巾军起义爆发期间，就有许多麻城人进入四川。尤其是明玉珍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之后，吸引了不少处于战火

中的楚籍难民，包括不少麻城人投奔到了四川。明初有鉴于元末战乱带来的人口损耗，为了充实一些地区的人口，朱元璋曾经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有组织的迁民运动。明初的“徙民之令”始于明太祖，其所涉及的地域，遍及大江南北，四川也在其中。崇

祯年间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为招抚流民颁布的《招民榜文示》证实：“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随着元末明初以来湖广人的大量涌入四川，到了明代，四川已然形成为一个以湖广人为主体的社会。各种地方志、家谱的

统计数据显示，在湖广移民中，来自麻城籍的人户的比例已经占到大多数。由于明代麻城经济发展迅速，原本多世家大族，麻

城人文底蕴深厚，素有“俗习诗书，争荣科第”的传统，有明一代占士籍者多达五百余人，是享誉国内的文教中心，“外省有不

远千里来麻城就益者”气来自如此背景的麻城移民，在进入四川后，迅速与巴蜀土著融合，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以至“四川世家大族故多麻城籍”。 

在麻城籍移民之中，自明初迁入的“孝感之民”堪称佼佼者。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凭借其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

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故能较早融入当地社会，率先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成为名著一时的显赫大族。我们仅从清嘉庆《四

川通志》收录到的七例墓志铭，
5
与近年来在成都市出土的两通墓碑，以及保存在明人文集中的两篇墓志铭中，辑录到 9 例孝感

乡移民迁川家族。这些墓志的作者，均为明代社会中的政要或文化人；墓志作品的书写年代，大多在明代中后期，属于当代人

记当代事，其可信度相对是较高的。从这些墓志铭对墓主生平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明初迁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家族，到这时

大多居于社会的显要地位。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一个湖广人口不算集中的川西地区，居民竟然宣称：“今生齿皆黄陂孝感人’。这里的“黄陂”

疑为“黄州”之误，明代黄跛县隶属于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活动中，由于明玉珍占据重庆建立政权后，来

自麻城的移民主要集中在川东、川南一带，川西地区数量应该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到了明末，就连居住在成都城的居民都称自

己是孝感人，由此证明，孝感乡在明代后期的四川民间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 

                                                        
5 《大脑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科技信息网 Chinainfo,2007-1-59:13:15。 

吴登启：《招民榜文示》，沈绍兴等：《直隶泸州志》卷 2《古迹•碑记》，嘉庆二十五年刻本。碑文镌刻在豸角山石壁内。 

郑重修等：《麻城县志前编》卷 6《选举志》，卷 15《杂志》，民国 24 年刻本。 

郑重修等：《麻城县志前编》卷 11。 

常明等：《四川通志》卷 44〜47《舆地•陵墓》，嘉庆 21 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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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有关“麻城孝感乡”的记忆在巴蜀地区得到进一步的流传。清初社会的身份区分，为孝感乡记忆提

供文化认同基础和历史依据。清初席卷全川的移民浪潮，极大地改变了巴蜀的人口结构。新来的移民在户籍登记上与土著有着

明显区分。例如，在巴中县，他们就分别以“红”“黑”两种户籍簿来区分。凡明迁人巴中者，进“黑册”，凡清迁人巴中者，

进“红册”。明代土著居民死里逃生从外地返回四川，在人籍时大多选择孝感乡作为自己祖先的原籍。以至康熙七年（1668）四

川巡抚张德地在对战乱之后的四川人口籍贯进行调查后，也得出结论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

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 

在清代，将原籍归属于麻城孝感乡的做法，不仅被归籍的土著所普遍采用，而且对清初以来迁入的外来移民也具有极大的

吸引力。这是因为，清初以来次第入川的新移民，在落业某一具体地方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

众多外省移民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

求图“荫以自庇”，以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除了冒籍之外，也还有因为误籍和隐籍而附会于麻城孝感乡的现象

存在。总之，在清初那个社会特殊年代，不管是土著、移民还是流民，不管是冒籍、误籍还是隐籍，都可以找到重新转换入籍

的充分依据和存在的空间。而正是这样的身份区分，变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之后，它就会成为后代追述自己祖先的一种文化认同

基础和历史依据。 

到了清末、民国年间，为了适应社会巨变、日益扩大社会交往的需要，地缘祖籍观念的内涵也有拓宽的必要。“麻城孝感乡”

于是从私家族谱走出来，成为地方志的书写对象。如民国十八年出版的《荣县志》主笔赵熙称：“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

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殆后人经张献忠之乱，故实无咨，遂以传疑为据耶？书备存参。”°民国二十一年出

版的《南溪县志》主笔钟朝煦称：“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

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住，何以独迁孝感一乡。岂若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尽

管有人在质疑它，但并不妨碍它已成为某些地区湖广人整体祖籍的认同符号。如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的《泸县志》，在记述

该县的人口祖籍来源时写道：“庐人自明末遭（流寇）之乱，死亡转徙，孑遗无多，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

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的《合江县志》，在记述该县的人口祖籍来源时也写道：“县人氏

族自明季遭献贼屠戮，孑遗者仅千之一二，其自外省移实者，十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孝感乡），江西、福建、广东、贵州等省次

之。”这里两处采取了在正文中间加注解的表达方式，来记述本县的湖广籍人口比例；在湖广籍之下，明确标注就是“麻城孝感

乡”。夹注在正文中的字形虽然比正文细小，但它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准确理解正文涵义的答案。通过这两处书写形式可以看到，

在‘编修者心中，湖广籍就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这表明，“麻城孝感乡”已由代指个体祖籍地，到代指群体祖籍地，再发

展到了代指某个地域祖籍地的阶段。至此，“麻城孝感乡”就成为川、渝地区民众想象中的祖籍地了。 

四、余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至今仍在川、渝地区流传的民间记忆——创伤性记忆、苦难性记忆与想象性记忆，都是清代以后针对

明末清初大动乱之后文化传承断裂的实际，而重构历史记忆的产物。这些民间记忆虽然是近三百年才建构起来的，但放在巴蜀

地区历史发展长河中来观察，它又是有源可溯、有流可寻的。 

首先，清代以后形成的这三种民间记忆，堪与汉晋人重构蜀史的努力比肩。秦军占领巴蜀，使得巴蜀典册、珍宝被摧毁，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有关巴蜀祖先的历史被从记忆和口头流传遭到了彻底扫荡。
6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巴

                                                        
6参见成都市博物院、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 

吴伟业：《监察御史王君慕吉墓志铭》，载《吴梅村全集》卷 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熊遇：《江君文博墓志铭》，

载黄宗羲：《明文海》卷 456,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朱燮元：《蜀事纪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明天启刻本，1991 年。 

马传芝等：《巴中县志》第二编《人民志上》（民国十六年石印本）载：“元末明初之际，邑地荒废，间有自楚迁人者，插占为业，

旋经献贼扰蜀，搜屠无遗，其窜匿保全者遂为土著。清初招垦来者日众，大约楚赣来者十之六七，闽粤来者十之二三。明中叶

人巴者黑册，清代陆续人巴者红册。户口滋生日益繁衍。” 

据新津县调查，清初从洪雅陆续返籍的“土著”，“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禄勋：《新津县乡土志》卷 1，宣统元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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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区的人们失去了对过去了解的依据，为了唤起对蜀国历史的记忆，不得不致力于搜寻既往的掌故旧闻。徐中舒先生曾经撰

文描述蜀汉时代文人学士搜寻蜀中掌故旧闻的过程。据《华阳国志》统计，从汉人司马相如、扬雄、郑伯邑，到蜀汉的秦宓、

来敏、樵周，再到成汉时代的常璩，蜀中史家以搜集传说、整理典籍为使命，撰写的蜀史著作多达 20 余种。台湾学者王明珂以

此为个案，通过进一步解读，认为这些蜀人作者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不惜以“蛮荒化”“遥远化”“神话化”的手法，同时借

鉴西南各地方族群使用的“弟兄故事”来合理化其与邻近民族的关系，编造“英雄祖先历史”的叙事模式，来解释古蜀祖先的

来源。汉晋时代蜀人通过集体回忆来重新建构巴蜀历史。 

                                                                                                                                                                                              
印本。）又据清光绪《牟氏祠堂记》记载：“（四川地区）大抵今日所谓土著者，率皆国朝鼎定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

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光绪《牟氏族谱》卷十）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1000 页上。 

葛剑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寻根》1997 年第 1 期）指出：“由于移民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

乱中、转辗迁移，由于年代久远，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的确切地点，因此从众附会也就在所难免。” 

廖世英等：《荣县志》卷 15《事纪》，民国 18 年刻本。 

李凌霄等：《南溪县志》卷 4《礼俗下》，民国 26 年排印本。 

王录昌等：《泸县志》卷 3,民国 27 年排印本。 

王玉璋等：《合江县志》卷 4《礼俗》，民国 18 年排印本。 

参见谭继和：《巴蜀文化研究趋向平议》，《社会科学研究》1996 年第 2 期。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44 页）指出：“刘焉为益州牧时，就有一班文人学士随之人蜀。

在这个偏安小朝廷内，又有一班宾客陪著他谈宴寻欢，经常以蜀中掌故旧闻作为剧谈的资料……先蜀故事，既为刘焉时代文人

学士达官贵人经常谈宴的资料，因此，就有人多方搜寻先蜀故事笔之于书，来敏、秦宓特其中最知名者。憔周少从秦宓问学……

憔周作《古史考》既是阐述秦宓旧说，其掇拾先蜀掌故旧闻，亦当是承秦宓的余绪。”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